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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厦门湾为研究区域，收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大型底栖动物的调查数据，计算了大型底栖动物的分类学多样性指数，分析了

分类学多样性指数与传统生物多样性指数的相关性和依从性，并从多个角度探讨大型底栖动物的分类充分性。 结果表明，厦门

湾大型底栖动物分类多样性指数（Δ）介于 ６．０４—８３．７１ 之间，平均值为 ６８．２６，站位分布不均匀；分类差异性指数（Δ∗ ）介于

７４．２７—９９．５４ 之间，平均值为 ８４．２３；平均分类差异指数（Δ＋）、分类差异变异指数（Λ＋）的理论平均值分别为 ８６．８２、３４５．０，个别站

位落在 ９５％置信区间外，表明局部区域环境受到了一定程度扰动。 Δ、Δ∗与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数、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呈显著相关，而 Δ＋、Λ＋与传统多样性指数间无显著相关；分类学多样性指数可作为传统生物多样性指数的补

充。 种级、属级和科级的同一多样性指数间呈显著线性相关，拟合度较高（多数 Ｒ２﹥ ０．９）；根据三个分类水平站位的 ｎＭＤＳ 二

维排序图、２－ＳＴＡＧＥ 的相似性和聚类图，种级、属级和科级的群落结构一致性强，属级较种级丢失的信息约 ８％、科级为 ２０％，因
此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大型底栖动物的监测与评价可根据实际的条件和需求适当将生物鉴定放宽至属水平。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分类学多样性指数；分类充分性；大型底栖动物；厦门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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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将生物多样性定义为“所有来源的生物体的变异性，包括陆域、海洋和其他生态系统

和生态复合体，包括种内多样性、种间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１］ ”。 生物多样性的定义十分广泛，不仅包括

物种的多样性，还涵盖分类的、遗传的、历史的和系统发育的多样性［２］。 目前，生物多样性计算和评价通常采

用物种数、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等传统的多样性指数［３⁃５］。 然

而，它们只是综合了一个群落内物种相对数量的信息量，将群落中每个物种视为等同，而未考虑物种间的差异

及其亲缘关系［６］。 同时，传统的多样性指数容易受到不同的样方大小、采样方法、生境类型或复杂程度的影

响［７⁃８］。 基于此，１９９５ 年，Ｗａｒｗｉｃｋ 和 Ｃｌａｒｋｅ ［９］提出分类学多样性指数的测量方法，不仅考虑了丰度分布，还
将物种间的分类学亲缘关系考虑在内。 分类学多样性指数用来度量和解释群落中种类间形态关系的差异，它
根据种类间分类关系的路径长度量化群落的分类多样性和差异性［１０⁃１１］，主要有分类多样性指数 Δ、分类差异

指数 Δ∗、平均分类差异指数 Δ＋和分类差异变异指数 Λ＋。
目前，尽管国际上分类学多样性指数在海洋大型底栖动物［１２⁃１３］、自由生活线虫［１４］ 及鱼类［１５⁃１６］ 等生物群

落得到一定应用，但是我国关于分类学多样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鱼类，而关于大型底栖动物的分类学多样性

的研究非常有限，如曲方圆等［１７］分析了黄海大型底栖生物的分类多样性；刘晓收等［１８］ 研究了渤海大型底栖

动物分类学多样性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胡成业等［１３］ 对比了浙江 ６ 个列岛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的分类学

多样性。 分类学多样性指数为现有的生物多样性方法补充一些有价值的信息［１９］，然而当前已有的这些研究

多数仅计算了分类学多样性指数中的平均分类差异指数 Δ ＋和分类差异变异指数 Λ＋两个指数，并且默认了该

指数的适用性，并没有分析其与传统多样性指数的关系和差异，并缺乏对其适用性的深入探讨。
本文以厦门湾为研究区域，收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大型底栖动物的调查数据，计算厦门湾大型底栖动物的分

类学多样性指数，分析了分类学多样性指数与传统生物多样性指数的相关性和依从性，探讨大型底栖动物的

分类充分性，期望能为海湾生态环境的监测和评价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研究区域厦门湾位于福建省南部、台湾海峡西南，为半封闭型海湾，包括九龙江口、西海域、东部海域、南
部海域、同安湾、大嶝海域等。 本研究收集了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和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航次的调查数据，共有 ３２ 个调查站

位（图 １），其中位于同安湾和大嶝海域的 Ｓ１７、Ｓ１９—Ｓ２１、Ｓ２３、Ｓ２５—Ｓ３２ 等 １３ 个站位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航次；位于同安湾的 Ｓ１８、以及西海域、九龙江口和南部海域的 １９ 个站位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航次。 由于

研究区域主体位于厦门珍稀濒危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在西海域、九龙江口和南部海域等区

域均未实施大型海洋工程，而且底栖生物群落结构又是相对稳定的，故在随后的研究中将上述邻近两年相同

月份的所有底栖生物调查数据一并进行统计分析。 大型底栖动物的调查采用 ０．０５ ｍ２的抓斗式采泥器，每站

连续采样 ５ 次（合计采样面积为 ０．２５ ｍ２），所采泥样放入底栖生物漩涡分选器或套筛中冲洗，并用网目为 ０．５
ｍｍ 的过筛器分选生物标本。 生物样品置样品瓶中用 ５％福尔马林溶液固定保存后带回实验室。 所有样品均

鉴定到种。
１．２　 数据处理与分析

大型底栖动物物种名录通过 ＷｏＲＭＳ 网站（ｈｔｔｐ： ／ ／ ｍａｒｉｎ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ｒｇ）查询和校对而构建。 分类学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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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域及大型底栖动物调查站位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指数选取分类多样性指数（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Δ）、分类差异指数（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 Δ∗）、平均分类差

异指数（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 Δ＋）和分类差异变异指数（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 Λ＋） ［２０］，
各指数的含义和公式见表 １。 同时，选取物种数 Ｓ、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

（Ｄ）、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ｄ）、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Ｊ）等传统多样性指数。 采用多元统计软件 ＰＲＩＭＥＲ ６．０ 计

算物种水平的所有多样性指数，其中分类学多样性指数利用软件包中的 ＴＡＸＤＴＥＳＴ 计算，各分类等级多样性

权重值见表 ２。 然后，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中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计算传统多样性指数与分类学多样

性指数的相关系数，定量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表 １　 分类学多样性指数的含义及计算公式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ｏｆ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 ｉｎｄｉｃｅｓ

分类学多样性指数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 ｉｎｄｉｃｅｓ

含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

公式
Ｆｏｒｍｕｌａ

分类多样性指数（Δ）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任意两个物种间在系统发育分类树状图中
平均的路径长度

Δ ＝
∑∑ｉｊ

ωｉ ＜ ｊＸｉＸ ｊ

∑∑ｉ ＜ ｊ
ＸｉＸ ｊ ＋ ∑ｉ

Ｘｉ（Ｘｉ － １） ／ ２

分类差异指数（Δ∗）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

与 Δ 相似，只是在计算个体间平均路径长度
时，忽略相同物种个体之间路径的长度

Δ∗ ＝
∑∑ｉｊ

ωｉ ＜ ｊＸｉＸ ｊ

∑∑ｉ ＜ ｊ
ＸｉＸ ｊ

平均分类差异指数（Δ＋）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

物种名录中任意一对物种之间的平均分类
距离路径长度，不考虑物种丰度 Δ ＋ ＝

∑∑ｉ ＜ ｊ
ωｉｊ

Ｓ（Ｓ － １） ／ ２

分类差异变异指数（Λ＋）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

与 Δ＋偏离程度的理论平均值，表示每对路
径长度的变异性，反映种类组成亲缘关系分
布的均匀程度

Λ ＋ ＝
∑∑ｉｊ

（ωｉ ＜ ｊ － Δ ＋ ） ２

Ｓ（Ｓ － １） ／ ２

　 　 Ｘｉ为第 ｉ 个种类数量；ωｉｊ为第 ｉ 个和 ｊ 个种类在分类树中的路径长度；Ｓ 为群落中出现的种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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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各分类等级多样性权重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ｖｅｌ

分类等级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ｖｅｌ

路径长度
的权重 ωｉｊ

Ｂｒａｎｃｈ ｗｅｉｇｈｔ

含义⁃物种的亲缘关系
Ｍｅａｎ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分类等级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ｖｅｌ

路径长度
的权重 ωｉｊ

Ｂｒａｎｃｈ ｗｅｉｇｈｔ

含义⁃物种的亲缘关系
Ｍｅａｎ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６．６６７ 物种属于一属 目 Ｏｒｄｅｒ ６６．６６７ 物种属于一纲不同目

属 Ｇｅｎｕｓ ３３．３３３ 物种属于一科不同属 纲 Ｃｌａｓｓ ８３．３３３ 物种属于一门不同纲

科 Ｆａｍｉｌｙ ５０ 物种属于一目不同科 门 Ｐｈｙｌｕｍ １００ 物种属于不同门

为探讨大型底栖动物的分类充分性，在物种水平的基础上，分别将分类提高至属级和科级水平，统计不同

分类水平的大型底栖动物丰度，利用 ＰＲＩＭＥＲ ６．０ 软件，采用与物种水平相同的方法计算属级、科级的所有多

样性指数。 首先，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计算种级、属级和科级三个不同分类水平的同一多样性指数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并通过一元线性回归检验各指数间的关系，以分析不同分类水平的同一多样性指数之间的

关系。 然后，利用 ＰＲＩＭＥＲ ６．０ 软件，创建不同分类水平的“站位⁃底栖生物丰度”矩阵，对各站位数据进行开

四次方根转换，分别计算各分类水平站位间的 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 相似性系数，然后采用基于秩大小的非度量多维度

标度（ｎＭＤＳ）方法分别绘制种级、属级、科级水平各站位的二维排序图，以对比分析不同分类水平所反映的底

栖生物群落结构的一致性；应用 ２⁃ＳＴＡＧＥ（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ａｇｅ）方法计算不同分类水平矩阵之间的相似度，绘制聚类

树，以分析不同分类水平群落之间的相似性。

２　 结果

２．１　 厦门湾分类多样性

厦门湾共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 ２４７ 种，隶属于 １１ 门 １５ 纲 ４１ 目 １１０ 科 １９６ 属，其中环节动物 １２９ 种，占
总数的 ５２．２３％；节肢动物 ５６ 种，占总数的 ２２．６７％；软体动物 ３４ 种，占总数的 １３．７７％；棘皮动物 １０ 种，占总数

的 ４．０５％；刺胞动物和纽形动物各 ５ 种，各占总数的 ２．０２％；其它动物 ８ 种，占总数的 ３．２４％。
厦门湾大型底栖动物分类多样性指数（Δ）介于 ６．０４—８３．７１ 之间，个别站位出现低值，站位差异较大，平

均值为 ６８．２６；低值主要分布在大嶝海域的 Ｓ２７ 站（６．０４）、Ｓ３０ 站（２８．９５）及九龙江口的 Ｓ５ 站（３２．６８），其余各

站均高于 ５０；高值主要分布在同安湾口的 Ｓ２１ 站（８３．７１）、东部海域的 Ｓ２４ 站（８３．４３）和西海域的 Ｓ１６ 站

（８１．５４）。 分类差异性指数（Δ∗）介于 ７４．２７—９９．５４ 之间，各站的差异相对较小，平均值为 ８４．２３；低值主要分

布在东部海域的 Ｓ２５ 站（７５．２６）、大嶝海域的 Ｓ３０ 站（７５．３９）和东部海域的 Ｓ２３ 站（７６．１１）；高值主要分布在大

嶝海域的 Ｓ２７ 站（９９．５４）、九龙江口的 Ｓ５ 站（９８．１０）和同安湾的 Ｓ１７ 站（９３．６４）。
根据物种名录，计算得到厦门湾大型底栖动物平均分类差异指数（Δ＋）和分类差异变异指数（Λ＋）的理论

平均值及 ９５％置信漏斗曲线（图 ２），厦门湾平均分类差异指数（Δ＋）介于 ７６．０１—８９．１２ 之间，理论平均值为

８６．８２，Ｓ８、Ｓ１０、Ｓ１８、Ｓ２７ 站位显著低于 ９５％置信区间的下边界，低于 ９５％置信区间通常意味着环境受到了扰

动；分类差异变异指数 Λ＋介于 ２７６．４２—４９８．４６ 之间，理论平均值为 ３４５．０，Ｓ１、Ｓ１８、Ｓ２３、Ｓ２５ 等多个站位高于

９５％置信区间上边界，这些站位分类差异变异指数略高，物种间的亲缘关系均匀程度较差。
２．２　 分类学多样性指数与传统多样性指数的相关性

通过计算大型底栖动物的传统多样性指数与分类学多样性指数的相关系数可知（表 ３），分类学多样性指

数中的分类多样性指数 Δ 与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均匀度、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之间均呈显著

的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４７（Ｐ＜０．０１）、０．９６（Ｐ＜０．０１）、０．８９（Ｐ＜０．０１）和 ０．９７（Ｐ＜０．０１）；分类差异指数 Δ∗

与物种数、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均匀度、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

为－０．５０（Ｐ＜０．０１）、－０．５４（Ｐ＜０．０１）、－０．４４（Ｐ＜０．０５）、－０．５２（Ｐ＜０．０１）和－０．５０（Ｐ＜０．０１），同时各指数间呈显著

线性相关，拟合度较高。 平均分类差异指数（Δ＋）和分类差异变异指数（Λ＋）与其他多样性指数间无显著相

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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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平均分类差异指数 Δ＋和分类差异变异指数 Λ＋的 ９５％置信区间漏斗图

Ｆｉｇ．２　 ９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ｕｎｎｅｌｓ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

Ｓ１—Ｓ３２ 为 ３２ 个调查站位

２．３　 不同分类水平的同一生物多样性指数间的相关性

根据不同分类水平传统的多样性指数的相关系数计算结果（表 ４），不同分类水平的同一多样性指数之间

（如物种数与属数、科数）表现出非常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均大于 ０．９５（Ｐ＜０．０１）（表 ４），并且呈线性相关，拟
合度高（Ｒ２﹥ ０．９）（图 ３）；与此同时，同一多样性指数的种级与属级的相关系数（０．９９≤Ｒ２≤１．００，Ｐ＜０．０１）要
明显高于种级与科级（０．９６≤Ｒ２≤１．００，Ｐ＜０．０１）。 类似地，不同分类水平的同一分类学多样性指数之间（如
Δ（种）和 Δ（属））也表现出非常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大于 ０．７０（Ｐ＜０．０１）（表 ４），且呈线性相关，拟合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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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 Ｒ２﹥ ０．８）（图 ４）；同一分类学多样性指数的种级与属级相关系数也明显高于种级与科级，如分类差异

变异指数 Λ＋（种）与 Λ＋（属）的相关系数为 ０．９０（Ｐ＜０．０１），而 Λ＋（种）与 Λ＋（科）的相关系数为 ０．７０（Ｐ＜０．０１）。

表 ３　 生物多样性指数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ｓ相关系数（种级）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ｅａｒｓｏｎ′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ｅｖｅｌ）

生物多样性指数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Ｓ ｄ Ｊ Ｈ′ Ｄ Δ Δ∗ Δ＋ Λ＋

Ｓ １
ｄ ０．９７∗∗ １
Ｊ ０．２７ ０．４６∗∗ １
Ｈ′ ０．６３∗∗ ０．７８∗∗ ０．９１∗∗ １
Ｄ ０．４０∗ ０．５６∗∗ ０．９８∗∗ ０．９４∗∗ １
Δ ０．３０ ０．４７∗∗ ０．９６∗∗ ０．８９∗∗ ０．９７∗∗ １
Δ∗ －０．５０∗∗ －０．５４∗∗ －０．４４∗ －０．５２∗∗ －０．５０∗∗ －０．３０ １
Δ＋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７ ０．２５ ０．０５ １
Λ＋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１６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２７ －０．１９ －０．６６∗∗ １

　 　 ∗∗：Ｐ＜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相关；∗：Ｐ＜０．５ 水平上显著相关；Ｓ：物种数，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Ｊ：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Ｐｉｅｌｏｕ′ ｓ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Ｈ′：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Ｄ： 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表 ４　 各级分类水平间同一多样性指数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ｓ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Ｐｅａｒｓｏｎ′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ｖｅｌｓ

多样性指数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种—属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ｅｎｕｓ

种—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属—科
Ｇｅｎｕｓ⁃ｆａｍｉｌｙ

多样性指数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种—属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ｅｎｕｓ

种—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属—科
Ｇｅｎｕ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Ｓ １．００∗∗ ０．９７∗∗ ０．９７∗∗ Δ １．００∗∗ ０．９９∗∗ １．００∗∗

ｄ ０．９９∗∗ ０．９６∗∗ ０．９７∗∗ Δ∗ １．００∗∗ ０．９９∗∗ ０．９９∗∗

Ｊ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Δ＋ ０．９７∗∗ ０．８５∗∗ ０．８８∗∗

Ｈ′ １．００∗∗ ０．９９∗∗ ０．９９∗∗ Λ＋ ０．９０∗∗ ０．７０∗∗ ０．８０∗∗

Ｄ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Ｐ＜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相关；∗：Ｐ＜０．５ 水平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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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同一传统生物多样性指数在不同分类等级间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ｖｅｌｓ

Ｈ′：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ｄ：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Ｊ：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Ｐｉｅｌｏｕ′ｓ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Ｄ：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２．４　 种、属、科分类水平群落结构

根据 ３２ 个站位不同分类水平的 ｎＭＤＳ 二维排序图（图 ５）可知，将鉴定水平从物种提高至属级时（ ａ ®

ｂ），除个别站位（如 Ｓ４、Ｓ２７），各站位之间的相对距离和位置变化非常小；将鉴定水平提高至科级时（ａ ®ｃ），
各站位之间的相对距离和位置无明显的变化，但较物种至属级（ａ ®ｂ）变化更为明显，如站位 Ｓ５、Ｓ１８、Ｓ２４ 和

Ｓ２８。 此外，拟合系数（ｓｔｒｅｓｓ）分别为 ０．２３ 和 ０．２４，介于 ０．１０—０．２５ 之间［２１］，拟合系数较低，表明数据结果可

靠。 ｎＭＤＳ 结果表明，种级、属级和科级的群落结构一致性强，同时种级与属级的一致性较种级与科级更强。
根据 ２⁃ＳＴＡＧＥ（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ａｇｅ）方法得到不同分类水平底栖动物的聚类树状图（图 ６）可知，３ 种不同分类水

平处理下底栖动物群落之间的相似性都较高（﹥ ８０％），其中种与属的相似系数达 ９２．３５％，种与科的相似系

数为 ８０．１７％。 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出，种与属的相似性较高，与种级相比，属级水平丢失的信息小于 ８％，而科

级约 ２０％，这与 ｎＭＤＳ 排序图结论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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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同一分类学多样性指数在不同分类等级上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ｖｅｌｓ

Δ：分类多样性指数，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Δ∗：分类差异指数，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Δ＋：平均分类差异指数，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Λ＋：

分类差异变异指数，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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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分类水平的 ｎＭＤＳ 二维排序图

Ｆｉｇ．５　 Ｎｏｎ⁃ｍｅｔｒｉｃ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ｖｅｌｓ

（ａ）种级水平；（ｂ）属级水平；（ｃ）科级水平

图 ６　 不同分类水平的聚类树状图

　 Ｆｉｇ． ６ 　 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ｃｒｏｂｅｎｔｈｏ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ｖｅｌｓ

ａ 种级水平；ｂ 属级水平；ｃ 科级水平

３　 讨论

３．１　 厦门湾大型底栖动物的分类学多样性

　 　 厦门湾大型底栖动物分类多样性指数（Δ）介于 ６．
０４—８３．７１ 之间，均值为 ６８．２６，站位分布不均匀，最低值

位于大嶝海域的 Ｓ２７ 站，仅有 ６．０４。 分类差异性指数

（Δ∗）介于 ７４．２７—９９．５４ 之间，均值为 ８４．２３，站位分布

相对均匀，在 Ｓ５ 站、Ｓ１７ 站和 Ｓ２７ 站出现较高值。 对比

两指数可知，Ｓ５ 站和 Ｓ２７ 站出现 Δ 低而 Δ∗高的现象，
这可能与样品中物种丰度不均匀有关，例如，Ｓ２７ 站的

菲律宾蛤仔 （Ｒｕｄｉｔａｐｅ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ａｒｕｍ） 丰度非常高，达
４５５０ 个 ／ ｍ２，占总丰度的 ９７％。

根据平均分类差异指数（Δ＋）的 ９５％置信区间漏斗图，厦门湾大型底栖动物 Δ＋理论平均值为 ８６．８２，大部

分站位 Δ＋分布在 ９５％置信区间内，Ｓ８、Ｓ１０、Ｓ１８ 和 Ｓ２７ 等个别站位落在置信区间外，表明厦门湾局部区域环

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扰。 根据分类差异变异指数（Λ＋）的 ９５％置信区间漏斗图，厦门湾大型底栖动物 Λ＋的

理论平均值为 ３４５．０；Ｓ１、Ｓ１８、Ｓ２３、Ｓ２５ 站位的 Λ＋值高于 ９５％置信区间上边界，表明这些站位物种间的亲缘关

系均匀程度较差。 将这两个指数的计算结果相结合，Ｓ１８ 站位的 Δ＋低于 ９５％置信区间且 Λ＋高于 ９５％置信区

间，这表明该站位的环境受到了干扰。 究其原因，Ｓ１８ 位于同安湾，离岸很近，因此受到陆源污染及人类活动

影响较大。
３．２　 分类学多样性指数与传统多样性指数

从计算公式上看，分类多样性指数（Δ）和分类差异性指数（Δ∗）是基于概率论且与优势度相关的指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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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的自然延伸，在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同种类在分类学差异方面的信息，既考虑了群

落中种类的数量（丰度或生物量）和均匀程度，又将物种的分类地位考虑在内［２２］，因此与传统的多样性指数

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与 Δ 相似，Δ∗是对 Δ 简化后的指数，即在 Δ 的基础上忽略相同物种个体的分类路径长

度［２３］。 这两个指数是综合性较强的指数，混合了分类关系、丰度及其分布均匀性信息，因此，分类亲缘关系、
丰度及其分布的均匀性都可能影响这两指数的高低。 本研究中，厦门湾 Ｓ５ 站和 Ｓ２７ 站出现 Δ 低值，这可能很

大程度上与物种丰度分布的均匀性相关，Ｓ２７ 站的菲律宾蛤仔（Ｒｕｄｉｔａｐｅ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ａｒｕｍ）丰度特别高，达 ４５５０
个 ／ ｍ２，占总丰度的 ９７％；类似地，Ｓ５ 站的光滑河兰蛤（Ｐｏｔａｍｏｃｏｒｂｕｌａ ｌａｅｖｉｓ）丰度出现高值，达 ７６５ 个 ／ ｍ２，占总

丰度的 ８１％。 若将 Ｓ５ 站和 Ｓ２７ 站中的丰度出现极值的物种剔除的话，Ｓ５ 站的 Δ 值由 ３２．６８ 升高至 ７２．２２，Ｓ２７
站的 Δ 值由 ６．０４ 升高至 ６０．２３，ｄ、Ｊ、Ｈ′、Ｄ 等传统多样性指数也相应大幅度提高（表 ５）。

表 ５　 Ｓ５ 和 Ｓ２７ 站位除去丰度极高种前后各多样性指数的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 ａｂｓ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站位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Ｓ ｄ Ｊ Ｈ′ Ｄ Δ Δ∗ Δ＋ Λ＋

Ｓ５ 考虑丰度极高的物种 １４ １．９０ ０．３４ ０．９０ ０．３３ ３２．６８ ９８．１０ ８５．７１ ３５７．５８

剔除丰度极高的物种 １３ ２．３２ ０．８７ ２．２３ ０．８６ ７２．２２ ８３．６２ ８３．５５ ３８１．０１

Ｓ２７ 考虑丰度极高的物种 １４ １．５４ ０．０８ ０．２１ ０．０６ ６．０４ ９９．５４ ７６．０１ ４５９．１５

剔除丰度极高的物种 １３ ２．４１ ０．９２ ２．３６ ０．９０ ６０．２３ ６７．２５ ７２．０１ ４２３．７４

平均分类差异指数（Δ＋）和分类差异变异指数（Λ＋）在仅存在物种名录的情况下可以计算，计算得到的是

一理论平均值，只考虑种类是否出现，而且不考虑物种的丰度数量［２４⁃２５］，从而理论上与传统的多样性指数相

关性不强，这在本文厦门湾的研究中也得到验证。 本研究中，厦门湾 Ｓ５ 站和 Ｓ２７ 站中个别物种的丰度出现峰

值，若将出现峰值的物种剔除的话，Δ＋和 Λ＋的变化不显著，表明其与物种的丰度数量相关性不强（表 ５）。 在

４ 个分类学多样性指数中，Δ＋和 Λ＋较 Δ 和 Δ∗运用更广泛，这两指数的优势可能在于：①数据要求低，在仅有

物种名录存在的情况就可以计算，可适用于一些数据较欠缺的区域［２６］；②不依赖于取样大小和取样方法，可
用于不同采样努力、不同区域、不同生境类型的比较；③通过漏斗图可快速识别受干扰的站位或区域，而不需

要背景或参考值，解决了生态评价中确定参考值的困难。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多要素的概念，一般认为应包括 ３ 个方面，即物种的数量（丰富性）、各种类丰度的分

布情况（均匀性）和不同种类之间的分类学关系（分类差异性） ［２７］。 不同多样性指数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多样

性的信息，单一指数往往难以全面反映生物多样性的所有信息。 与传统多样性指数相比，分类学多样性指数

考虑了物种在分类以及功能上存在的差异。 传统多样性指数将群落中每个物种同等对待，一个物种的减少可

能对物种数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对分类学多样性指数的影响可能非常大，尤其是当一个门下只有一个种时，该
种的消失就等于一个门的消失。 例如，厦门湾 Ｓ２９ 和 Ｓ３１ 站位的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都为 ２３，多数多样性指

数均表现出 Ｓ３１ 站略高于 Ｓ２９ 站；与传统多样性指数相比，这两站的分类学多样性指数的差异更为显著，变化

也更为灵敏［２５］（表 ６）。 这表明，在传统多样性指数难以区分两个站位时，利用分类学多样性指数就能够区

分，这也反过来证明，物种丰富度和均匀性相似的两个站位，它们的物种间的亲缘关系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因

此，较传统多样性指数而言，分类学多样性指数增加了分类学信息，可作为传统多样性指数的补充。

表 ６　 Ｓ２９ 和 Ｓ３１ 站位间多样性指数的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２９ ａｎｄ Ｓ３１

站位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Ｓ ｄ Ｊ Ｈ′ Ｄ Δ Δ∗ Δ＋ Λ＋

Ｓ２９ ２３ ４．０６ ０．８９ ２．７９ ０．９１ ７１．７９ ７８．９１ ８０．１７ ４３５．７６

Ｓ３１ ２３ ４．０３ ０．９４ ２．９４ ０．９４ ７９．６８ ８４．６７ ８５．４４ ３６０．０７

３．３　 大型底栖生物的分类充分性

海洋生物分类是海洋生物多样性评价的基础。 海洋生物分类是否准确会直接影响生物多样性评价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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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尤其对于分类多样性指数的计算更为重要。 １９８５ 年，Ｅｌｌｉｓ［２８］提出了“分类充分性”（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Ｓ），并将其定义为：在任何项目中有机体必须被鉴定到一个能满足精确指示有机体生物学需要的水平。 “分
类充分性”在水生生态系统中已得到广泛运用［２９⁃３２］，用于探讨满足需求的生物鉴定水平。

在本文厦门湾大型底栖动物研究中，一方面，种级、属级、科级三个分类水平间的同一多样性指数（包括

分类学多样性指数和传统多样性指数）表现出显著正相关，线性拟合度较强，且同一指数种级与属级的相关

系数要明显高于种级与科级；另一方面，ｎＭＤＳ 表明种级、属级和科级的群落结构一致性强，且种级与属级的

一致性较种级与科级更强；２－ＳＴＡＧＥ 的相似性和聚类结果也表明属级丢失的信息较科级少，种级与属级的相

似性更高，群落结构更为一致，这与 ｎＭＤＳ 的结果一致。 根据以上的结果可看出，从属级或科级评价厦门湾大

型底栖动物的多样性与种级的结果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与种相比，科和属所反映的信息更少，并且科所丢失的

信息（２０％）要比属（８％）显著增多。 这结果与一些已有的研究相一致，例如，吴浩东等［３３］ 在研究大型无脊椎

动物不同分类阶元对水生态评价的影响中发现，与种级相比，属级水平丢失的信息小于 ５％，科级为 ７％。
不少研究表明［３４⁃３６］，将生物鉴定至属、科甚至更高的分类水平足以满足需求，甚至还有研究认为科、属水

平的评价结果比种水平更为准确［３７］。 Ｇｒａｙ 等［３８］指出物种数据中有很大程度的信息冗余，将数据聚合到更高

的分类水平群组一定程度上可弱化这个问题。 Ｗａｒｗｉｃｋ［３９］也指出自然变异主要通过物种更替影响群落结构，
污染效应从更高的分类水平上也能监测到，种水平的鉴定在污染评价中经常是不必要的。

在海洋调查中，我国学者通常将海洋生物鉴定至物种水平，但这却也一直备受争议。 海洋物种水平的鉴

定存在诸多现实的问题，如鉴定成本高、工作量大、准确性受分类人员的鉴定水平的影响大［４０］。 将海洋生物

鉴定至科、属等更高的水平可减少调查费用［４１］，例如，Ｆｅｒｒａｒｏ 和 Ｃｏｌｅ［４２］估算出属、科、目和门水平的鉴定相对

于种水平的鉴定成本分别减少了 ２３％、５５％、８０％和 ９５％。 物种水平的鉴定难度较大，而不少监测机构都存在

缺乏专业的生物鉴定人才的问题，更高水平的分类难度较小、可操作性较强，同时也减小了分类错误的风险。
此外，对于临时突发事件，往往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时间进行具体细致的分类调查［４３⁃４４］，较高水平的分类可以

提供快捷的途径，为管理决策者作出有根据迅速的判断［４５］。 因此，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可根据实际的需求

适当放宽海洋生物的鉴定水平。
大型底栖动物分类充分性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对环境监测调查与评价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本研究以厦

门湾作为区域验证，其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 但是，由于生物鉴定到较高水平会导致一些生态信息的丢

失［３０］［４６］，“分类充分性”的使用也存在争议。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科学研究中，或对于一些数据较为缺乏的

区域，有必要将生物鉴定到最低的物种水平，以获取更多的信息，进而展开深入透彻的研究和分析。 因此，对
于一些需要获取较全的信息才能满足科学研究、生态评价和管理等需求时，将生物鉴定至物种水平是有必要

的。 综上，生物鉴定水平的选取应该密切结合实际的需求，既要考虑避免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同时也要考

虑科学性和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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